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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anguage teachers. Meanwhile, international Chinese language teachers should 

take an active role in their own professional development by identifying effective 

learning pathways that support their sustained professional growth.

Keywords: international Chinese language teacher, teacher learning, 

learning path, dilemma, optimization strategy

20 世纪末意大利皮埃蒙特中远东研究中心汉语教学 
与话语实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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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本文以意大利皮埃蒙特中远东研究中心为个案，基于官方网站、

历史档案与师生访谈数据，梳理该机构从 20世纪 80年代至 21世纪初

的中国语言及文化教学情况，并以东方主义为理论视角，分析皮埃蒙

特中远东研究中心如何从话语维度呈现中文及文化内容。研究发现，

该机构将语言技能训练与具体职业与技术领域相结合，重视中国文化

教学，采用中意教师合作模式，并开展暑期赴华项目，为都灵当地大

学生和社会职场人士提供丰富的中文学习机会。在呈现语言及文化内

容方面，该机构经历三类转型，包括从东方语言到亚洲语言的指称替

换，从古代文明向现代文化的内容转移，以及从强调本质差异到探索

文化相似性的理念变迁。本研究为当前意大利中文教育史研究提供了

具有启发性的微观视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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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欧洲与意大利汉学及中文教育史
早期欧洲汉学史主要分为三大阶段：第一阶段始于 16世纪来华

耶稣会士对中国语言及文化的研究，第二阶段是 17世纪末到 18世纪

中叶汉学在欧洲本土的发展，第三阶段则始于 19世纪初，汉学正式成

为欧洲高等教育的专业领域（赵继明和伦贝，1998）。在起始阶段，

16世纪罗马教廷建立耶稣会传教团体，欧洲各国会士赴华宣传耶稣教

义，同时学习、翻译并编纂中国古代典籍，将中国语言及文化传播至

西方。赴华的欧洲耶稣会士中不乏意大利会士，如罗明坚、利玛窦，

卫匡国等，广泛编写汉语学习资料与介绍汉语的书籍，例如 16世纪末

罗明坚与利玛窦的《葡汉字典》和 17世纪中期卫匡国的《中国文法》。

这些著作为下一阶段欧洲汉学本土化发展打下基础。17世纪中后期，

欧洲本土学者开始钻研中国语言及文化。德国学者拜尔于 18世纪初期

整理并出版《中国大观》，全面介绍汉字历史、方言及重要思想，为

当地读者了解中国语言及文化提供宝贵资源。法国耶稣会士马若瑟的

影响也不容忽视，其 18世纪初完成的拉丁文手稿《中文札记》详细

介绍汉语语法和文学写作知识。起到同等影响的还有法国学者傅尔蒙

的《中文沉思》与《中国文典》，这些著作带动大批学者在欧洲本土

开展中国语言及文化研究。18世纪上半叶，天主教传教士马国贤于意

大利那不勒斯开办中国书院。马国贤首次在欧洲提供了由中国籍教师

进行教学的汉语课堂，其创办的中国书院也成为首个培养赴华神职人

员与翻译员的机构（陆商隐，2023）。在第三阶段，汉学在欧洲高等

院校正式出现，标志着欧洲汉学作为专业学术领域的形成（赵继明和

伦贝，1998）。其中，法国汉学家雷慕沙于 19世纪初成为了欧洲第一

位汉学教授，该学者于 1815年在法兰西学院发表就职演说，学术汉学

阶段就此开启（龙伯格和王莹，2015）。随着欧洲汉学专业化的确立，

19世纪中期以后欧洲汉学发展分为本土和域外，本土学者和在华传教

士往来密切，如新教传教士马礼逊与法国汉学家雷慕沙，共同推进系

统化汉学研究（王皓，2020）。

二、二战后意大利汉学及中文教育史
虽然意大利汉学传统深厚，是欧洲最重要的汉学发源地之一，

然而，其汉学及中文教育的专业化与体系化在二战结束后才得以实现

（李思汉，2021；阎德早和邓崇谟，1982）。19世纪意大利内部政治

局势变化与 20世纪上半叶的国际动荡，使当地汉学及汉语教学发展停

滞（Rossi，2021；图莉安，2006）。19世纪初意大利爆发统一运动（意

大利语为 Risorgimento，意为再次崛起）。驱逐外国势力、整合分裂的

邦国并重建统一的政治认同成为意大利整个 19世纪的核心任务。在

20世纪上半叶的两次世界大战与法西斯主义政策下，意大利本土高等

教育遭受严重影响，汉学领域人才不足、资源匮乏，缺少机构支持。

蓝乔蒂和潘琳（2007）回顾了 1947年意大利汉学情况，指出当时藏书

资料与师资极其短缺，仅存罗马大学与那不勒斯东方大学两处主要机

构，分别各有一名全职教授与一名无薪水讲师，战后汉学与中文教育

的恢复步履维艰（Lanciotti，1991）。

二战后意大利汉学及中文教育界对欧洲中心主义进行了深刻的集

体反思。图莉安（2006）指出意大利二战后汉学的复苏可以归功为汉

学家如白左良、蓝乔蒂等人的努力；汉学家们试图超越从前以欧洲为

中心的文化观念，拒绝将欧洲文化和与之相关的价值观体系视为唯一

标准。蓝乔蒂和潘琳（2007）也指出，之所以二战后意大利汉学及中

文教育快速发展，是本土学界出于“对超越欧洲中心主义的渴望”（页

233）。意大利学界意识到研究汉语和其他亚洲语言及文化，应该“并

非仅仅出于好奇或是一种奢侈的异国主义，而是真实的文化需求”（蓝

乔蒂和潘琳，2007，页 233）。这种对真实文化需求的觉察是 20世纪

后半叶意大利汉学的关键转向（Lanciotti，1994）。其高等教育院校和

文化研究机构不再将亚洲语言仅视作异域文化的符号，开始与亚洲国

家建立积极的文化交流，撤离种族主义及欧洲中心论偏见（张雪慧，

1989）。既有研究虽已揭示二战后意大利汉学界与中文教育领域对欧

洲中心主义的整体性反思与调整，但尚无研究探讨这一转变如何在具

体机构层面得以体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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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 20 世纪下半叶意大利汉学的复苏与发展，除了高等院校

以外，文化研究机构也相继创办相关汉语及中国文化课程。陈友冰

（2008）回顾了二战后意大利专业汉学发展情况，指出意大利汉学随

着 1970年代国家经济复苏、中意两国建交好转；中意学者学术交流增

多，中国教师开始前往威尼斯大学、那不勒斯东方学院、罗马大学进

行中文教学。20世纪 80年代意大利中文学习者成倍增加，20世纪 90

年代前已有七所大学开设中文专业（利宝蓝，2019）。图莉安（2006）

也回顾了 20世纪末开展中文及文化课程的文化研究机构，其中包括

意大利非洲与东方研究院、皮埃蒙特中远东研究中心、威尼斯与东方

研究所等，并简要梳理了部分机构的发展历史与研究方向。张雪慧

（1989）则介绍了 20世纪后期意大利文化研究机构的汉语教育与汉学

研究情况，主要涉及那不勒斯东方大学中国研究所、罗马意大利中远

东学院、罗马大学东方学系、威尼斯大学中文系等。虽然当前研究已

注意到到意大利文化研究机构积极承担着中文教学职责，但是尚无研

究详细梳理此类机构的中文及文化教学情况。

三、东方主义视角下的亚洲文化研究机构
萨义德 1978年提出的东方主义（Orientalism）转变了亚洲研究

的思维模式。萨义德将东方主义定义为西方“对东方发表言论、授权

关于东方的观点、描述、教授、处置、统治东方”（Said，1978，页

3）。这些活动是“西方用于主宰、重构，并对东方建立权威的方式”

（Said，1978，页 3）。该定义揭示了东方主义核心特征：强调东西方

本质差异，通过单向书写建立权威，以及西方集体身份与东方作为他

者。东方与西方被认为存在本质差异，这种差异是描述与东方有关一

切的起始点。东方被视为是独特、静态、落后的，同具有现代性的、

理性的西方社会分离。Dirlik（1996）指出，东方主义将东西方的空间

差异转化为时间差异，亚洲社会被视为欧洲过去的镜像，社会内部复

杂性也随之被理解为同质、凝固的文化想象。这种差异性的建构是其

统治正当性的策略，用于强调西方集体性身份与东方作为他者之间的

界限（Said，1994）。东方主义理论广泛应用于对亚洲研究及相关机

构的反思。学界探讨西方的亚洲研究是对文化的理性分析，还是带有

欧洲中心主义的主观视角（Casas-Tost & Rovira-Esteva，2009；Ye，

2023）。此类反思不仅存在于西方学者的外部视角（Leong, 2005 ；

Rice, 2000），也存在于亚洲学者的内部视角。张兴成（2002）指出，

亚洲世界对于自身现代性的构想也深受西方亚洲文化研究机构对于

“东方”的理解，应该警惕自我内化东方主义视角下对亚洲世界的想

象。面对内外部的集体反思，Dirlik（1996）呼吁研究应聚焦史实性 

(historicity) ，恢复过去和现在历史的真实性，呈现历史动态发展下日

常生活的复杂与多元，分析微观史料在宏观历史发展中的具体表征。

以东方主义为理论视角、以个体机构史料为基础，有助于揭示西方的

亚洲文化研究机构在特定历史脉络中的话语表征和动态变化。

四、意大利皮埃蒙特中远东研究中心概述
20 世纪中文课程不仅出现在意大利的高等院校，文化研究机构

也积极承担教育职责，其中包括皮埃蒙特中远东研究中心（Piedmont 

Centre for Middle and Far Eastern Studies，简称 CESMEO），又名国际

高级亚洲研究院（International Institute of Advanced Asian Studies）。

CESMEO成立于 1982年，位于皮埃蒙特大区都灵市，由皮埃蒙特大

区、都灵省、都灵市和都灵大学创立。该机构是位于罗马的意大利

中远东研究所（Italian Institute for the Middle and the Far East，简称

ISMEO）在意大利北部地区的合作伙伴。自创立以来，CESMEO广泛

开展亚洲语言及文化教育活动，包括中文、日文、印地语、印尼语、

泰语和藏语语言及文化课程与研讨会，被视为 20世纪意大利重要的

亚洲研究机构之一（Masini，2015）。共有 111名学生获得汉语课程

结业证书，127名获得日语课程结业证书，15名获得印地语课程结业

证书，5名获得藏语课程结业证书，以及 10名获得泰语课程结业证书

（CESMEO，2017）。虽然该机构于 21世纪初关闭，但其在 20世纪

末、21世纪初为意大利都灵地区的学习者提供了解亚洲语言、文化及

社会的契机（Antonucci & Zuccheri，20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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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研究目的与研究问题
本研究旨在梳理 CESMEO 从 20 世纪 80 年代至 21 世纪初的中

文及中国文化教育情况，并以东方主义为理论视角，分析其在话语维

度呈现中国语言及文化内容的方式。研究主要聚焦于两个研究问题：

CESMEO中文及文化教学情况如何？该文化研究机构是如何描述中文

及文化内容的？

六、数据来源与研究方法
本研究采用个案研究方法。Merriam（2009）从建构—解释主义

出发，将个案定义为具有边界的系统，个案研究则是针对个案全面、

深度的描述与分析。CESMEO是意大利 20世纪后期重要的汉学及中

文教育机构之一，分析 CESMEO这一个案能够帮助我们了解 20世纪

末意大利中文教育情况，符合个案研究方法对个案选取标准（Merriam  

& Tisdell，2016）。虽然 CESMEO能够帮助我们了解意大利 20世纪

末意大利中文教育，但基于单一机构的研究结果不具有普遍性，不能

代表意大利文化研究机构的整体情况。本研究仅通过对该个案的深度

描述，为理解 20世纪意大利汉语教学史提供一定的启发意义。

研究从多渠道收集数据，包括机构官方网站、都灵大学历史档案

中心的资料原件和师生访谈。研究前期聚焦网络资源，从官方网站信

息中整理机构基本情况和发展脉络。从网站中，研究者也了解到当前

机构的档案原件存放于都灵大学历史档案馆。研究者与档案馆通过邮

件取得联络，收到由工作人员整理的 18份扫描版历史材料，时间跨度

为 1987年至 2008年。材料主要包括语言及文化课程大纲、课程宣传

材料、文化活动安排、考试介绍等。研究者于 2025年 6月前往档案

馆，详读并收集与 CESMEO中文及文化教学相关资料，主要为 1986

年至 2005年的文化活动宣传材料、语言及文化课程大纲和试卷等，共

计 26份扫描版文件。研究者集中整理所有资料，借助翻译软件将意大

利语翻译为英文。为确保译文与原文的一致性，研究者同时使用两种

翻译工具（Google Translate和讯飞翻译）并对比结果，降低因依赖单

一翻译来源而产生的误读风险。

研究者采取目的性抽样和滚雪球抽样方式选取参与访谈的教师与

学生。目的性抽样旨在选择能够提供最丰富信息的样本。研究者通过

目的性抽样与一位资深教师取得联系，该教师于 1984年至 1994年在

CESMEO从事中文教学和文化活动组织工作，其同意在 2025年 4月

于上海参与线下访谈。通过目的性抽样，研究者在线上社交平台（领

英）与另两位曾于 CESMEO进行中文教学且经验丰富的教师取得联

系。两位教师同意于 2025年 5月以邮件形式回答访谈问题。完成访

谈后，研究者采取滚雪球抽样，请教师帮助推介学生参与者。滚雪球

抽样旨在利用社交网络和难以接触的群体取得联系。在教师推介下，

一名学生同意参与研究。该学生曾于上世纪 80年代在 CESMEO学习

中文及文学课程，如今在中国高校从事文化研究。研究者通过通讯软

件（微信）与其取得联系，其同意于 2025年 5月通过微信参与访谈。

因为访谈参与者是中文母语者或者具备近母语水平的中文表达能力，

因此访谈均以中文进行。转录文本（线下访谈、邮件及微信）共约

14,000字。针对教师的访谈问题主要涉及其教授方式、内容、课程类

型，以及班级中的学生情况（如水平、年龄、职业）。针对学生的访

谈问题主要包括其个人的中文学习经历、动机和就读体验。

表 1  数据说明

类型 内容 时间范围 数量 用途

网站 机构简介 不适用 不适用 整理基础信息，初
步了解概况

档案 课程大纲、宣传材
料、教学资料、文
化活动内容与考试
介绍

邮 件 获 得 档 案
( 1 9 8 7 至 2 0 0 8 
年 )，线下拜访获
得档案（1986 至
2005年）

邮件获得 18 份扫描
文件，共计 68 页，
线下收集 26 份扫描
文件，共计 82 页，
一共约 26,000字

详细了解机构在档
案中呈现中文及文
化内容的方式

访谈 教授方式、内容、
课型、学习者信息
和学生就读体验

不适用 线 下 访 谈 、 邮 件
及 微 信 回 复 共 约
14,000字

核实网站与档案内
容，了解个体经验
和看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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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类研究数据在用途上各有侧重，相互配合 (见表 1)。网站资料

用于研究前期了解并梳理机构发展概况。基于档案材料，研究者进一

步详细梳理机构呈现语言及文化课程与文化活动的方式。师生访谈则

用于对网站信息、历史档案文件的印证。师生访谈中，研究者核实网

站、历史档案中记录的内容，了解师生真实的教学与学习经历，以及

其对网站、档案内容的看法。

本研究亦须承认数据收集过程中存在的局限性。首先，网站信息

与档案原文以意大利语为主，将其翻译为英文进行分析并以中文呈现

研究结果，都可能带来诠释偏差。其次，研究参与者的数量及访谈时

长相对有限，难以全面体现师生在 CESMEO工作或就读时的不同经

历和看法。最后，本研究中历史档案的搜集主要分为两个阶段，前期

工作人员帮助整理并发送电子扫描稿件，后期研究者前往档案馆进行

搜寻并将档案扫描为电子文本。在此过程中，对档案资料的筛选不可

避免地涉及档案馆工作人员和研究者的主观判断。上述局限性均可能

对研究结果产生影响。

本研究数据分析采用主题分析法（Braun & Clarke, 2006）。研究

者采用理论与数据驱动相结合的策略进行编码。第一阶段，研究者采

用从下而上、开放式编码的原则，对网站信息、历史档案文件和师生

访谈数据进行编码。研究者逐行阅读数据，基于研究问题形成初始编

码，例如“强调中意语言差异”与“侧重古代中国历史及文化”等。

在初步编码基础上，研究者结合东方主义相关概念，将初始编码提炼

成潜在编码，例如“通过语言差异建构东西方本质差异”和“强调东

方作为古典文明的象征”。在此基础上，研究者反复比较、整合已有

编码，形成主题，并不断检验主题之间的关联性与层次性，最终整合

为三个主题，即“符号转变”“内容转移”和“理念转型”。

七、研究结果

（一）CESMEO中文教学情况

CESMEO学习者群体、课程安排、师资背景与中意教师分工情况

如下。首先，根据网站信息和档案资料，该机构课程主要包括四类：

三年长期课程、针对特定群体（例如商人和律师）的基础语言课程、

专门针对意汉翻译能力的强化课程，以及中国文化专题课程。长期课

程的三年学习安排如下 ：学习者在第一年需掌握拼音系统、字典使

用、汉字基本书写规则及语言结构；第二学年聚焦常用语法和句法结

构；第三年专注高级语言应用，如翻译能力训练。三年长期课程材料

不仅包括纸质资料，还配合纪录片、电影等视听资源。语言课重点教

授语法与语音，文化课包含古代文学、现当代文学，以及中国古代历

史和文化。教师回忆，长期课程每周约为 4小时语言课与 2小时文化

课，通常在晚间进行。受访学生回忆其曾在文学课使用意大利汉学家

Giuliano Bertuccioli《中国文学史》（La Storia della Letteatura Cinese）

一书。在短期翻译课程中，教师引导学生翻译不同类型的文本。翻译

课程教学材料丰富多样，包括文学文本、诗歌、报刊节选以及不同

的正式文体，例如官方协议、合同、法律文本。资料显示，意大利汉

学家 Magda Abbiati的《现代汉语语法》（La Storia della Letteratura 

Cinese）也曾作为短期强化中文课程教材。中文课程的考核主要放在

汉意翻译能力上。三位受访教师均强调，翻译在意大利语言教育中是

传统，也是核心，因此翻译在评估学生中文能力中占重要位置。

档案显示，该机构中文及文化课程不与高等学历教育挂钩，学生

完成课程后可获得结业证书。课程受众既有都灵当地的大学生，也包

括对中国语言及文化感兴趣或存在职场发展需要的社会人士，例如本

地企业从业者、法律与商人。同时，一位受访教师强调，CESMEO对

于当地中文教学人才的培养非常重要。如今，都灵大学中文系的部分

教师也曾在 CESMEO 接受中文教育，在一定程度上体现该机构对当

地汉语师资建设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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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了语言技能训练外，CESMEO在 20世纪末也将中文与职业结

合，开设技术汉语课。技术汉语课程的开设与其所在地都灵的城市发

展特性密不可分。两位受访教师指出，都灵作为意大利工业之都，在

20世纪末、21世纪初与中国企业在机械自动化技术、汽车制造等领

域有广泛合作。技术汉语课程的开设便在这一时代背景之下。据两位

教师回忆，当时由于缺乏针对特定技术领域的教材，教师将生活或工

作中遇到的机械说明书、设备操作手册、培训课程笔记等材料复印出

来，作为课堂材料，帮助学生积累机械制造领域的术语词汇，提高其

对特定主题文本的阅读和翻译能力。

据档案记载，CESMEO在 20世纪末为学习者提供暑期前往中国

交流的机会，学习者可以通过奖学金项目前往北京语言大学。一位受

访教师补充：“学生可以选择去北京。每年夏天都会去那里，参加的人

数相当可观，一些年纪较大、四五十岁的学生也会去。”项目不仅为

学生带来在目的语环境中锻炼语言的机会，也为学生展现了 20世纪后

期中国的真实样貌。受访学生回忆：“1987年 1月，我抵达北京。当

时的城市较为落后，老百姓的生活条件简单，高楼并不多，但老城的

胡同仍保存得相当完整。”

CESMEO中文课程由意大利老师和中文母语老师合作教学，意大

利教师负责讲授语法结构，母语教师注重与学生的会话练习。例如，

经济与法律专题中文课程包括 200课时，140小时用于意大利教师教

授语法结构，60小时由母语教师进行语言实践练习。受访学生也证实

了双师合作教学的实行：“当时我们有来自中国的母语老师，他们每

周给我们上一节课作为口语练习。”一位受访教师补充：“当时意大

利和中国老师分开授课，意大利老师负责语法和语音的基础教学，帮

助学生打牢基础。中国老师利用母语，帮助学生更好地练习口语和翻

译。”两位受访教师指出，在 CEMSOE实行双师合作模式，也是考

虑到当时都灵地区的师资情况。20世纪末，都灵的中文教师多为一代

移民群体，其大多缺乏语言教学的专业背景。中意教师合作模式能够

最大程度发挥移民教师的母语优势，同时确保学生受到专业的语言学

习指导。另一位教师补充，当前意大利都灵大学也延续了合作教学的

传统，本土教师与中国母语教师共同教学；母语老师负责发音、语言

表达及写作，本土老师侧重语法和句法结构的讲解。

（二）CESMEO中文及文化内容呈现方式

该机构在话语维度呈现中国语言及文化的方式经历了三类变化，

包括从东方语言到亚洲语言的指称替换，从古代文明向现代文化的内

容转移，从强调本质差异到探索文化相似性的理念变迁。

1.东方语言到亚洲语言的符号转变

CESMEO对亚洲语言的指称方式经历了从东方语言到亚洲语言的

转变。“东方”作为东方主义话语的符号标志，广泛出现在早期档案

中，亚洲语言被统称为东方语言。1990年后的课程大纲、宣传册、文

化活动介绍里 ,中文被称为 lingue orientali（oriental languages，东方

语言）（图 1）或 lingue asiatiche （Asian languages，亚洲语言）（图 2）。

这一现象不仅在中文课程与文化活动资料中出现，日语、印地语、泰

语、印度尼西亚语、藏语课程档案也出现类似调整。一位受访教师解

释：“这个‘东方’的说法是一个所谓‘传统’的用语，当时渐渐使用

得越来越少。这涉及到一些思想观念的问题。‘东方’的定义因人而

异，我的‘东方’与你的‘东方’并不相同。这种说法带有一种历史

时代印记，反映当时特殊的社会背景。” 同时，CESMEO在“东方”

与“亚洲”的指称使用上存在混杂现象。例如，机构曾将教学目标描

述为通过组织东方语言课程和文化课程，传播东方语言及亚洲文化的

知识（CESMEO，1994）。从东方主义视角来看，“东方”一词脱离本

意，是承载殖民意识形态的符号（Burney, 2012）。从“东方”到“亚

洲”，某种程度上体现该机构在符号使用层面的自我调整。同时，两

种指称形式的混用也说明话语的消解并非是直接的词语替换，而是不

断反复的动态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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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亚洲语言课程海报（CESMEO，1997a）

图 2  汉语与日语课程海报（CESMEO，1999a）

2.古代文明向现代文化的内容转移

CESMEO在亚洲文化与文明的区分上具有独特性，将文化概念与

现代化亚洲社会关联，文明概念则与亚洲古典文化相连接。在 1994年

亚洲语言课程大纲中，“文化”用于描述与亚洲现当代社会的文化产品

（如电影）与习惯（如社会交际礼仪、社会习俗），“文明”指向古代

历史、哲学、文学、宗教、艺术的范畴（CESMEO, 1994）。在 1992

年针对商人开设的中文课程中（图 3），CESMEO将“文明”作为课

程大纲中教学模块的主题，并列出中国文明基础知识、历史概况、思

想流派和宗教教义作为主要教学内容。

图 3  中文课程安排（CESMEO，1992a）

CESMEO 中文及中国文化课程内容逐渐从古代文明向现代文

化转移。就比例来看，教学重心放在和语言使用有关的社会文化习

俗，以及特定职业领域的文化知识。例如，在短期课程中，语言培训

为 10小时，语言使用习惯及社会习俗为 6小时，中国文明为 6小时

（CESMEO，1992a）。在经济与法律专题课程里，语言教学占 200小

时，有关中国金融、商法、工业的课程计划为 100小时，中国文明史

教学为 20小时。同时，文化内容与学习者的职业需求结合，聚焦于职

业领域相关的知识。例如，在针对特定职业领域的中文课程中，大纲

侧重较为实用的文化内容，介绍中国人的社会行为、价值观、中国的

对外态度和协商谈判与宴会礼仪知识（CESMEO，1992b）。一位教师

补充：“这类课程是针对法律专业人士或商人设计的。我们当时还邀请

在法律领域颇具声望的意大利专家来授课。这些课程相当具有深度，

不仅教授语言本身，还涵盖法律和商业知识。” CEMSEO从强调古代

文明转向关注了现代社会及与特定职业有关的文化知识。

3.强调差异到寻找连接的理念转型

CESMEO 对于中意语言关系的描述经历了从本质性对立到语言

结构差异的转变。机构早期资料强调中意在语言及文化上的差异。

例如，机构在用意大利语撰写的中文课程大纲里，将学习目标描述为

“使与中国文化和习俗的接触变得不那么困难，因为这些文化与我们的

文化之间存在显著的差异，以及克服一种因为完全不同的语言所引起

的无法沟通的问题”（CESMEO，1992b，页 1）。学习中文的重要性

建立在中文与意大利语、中国与意大利社会文化之间的差异下。语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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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亚洲语言课程海报（CESMEO，1997a）

图 2  汉语与日语课程海报（CESMEO，1999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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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文化差异被视为棘手、有待解决的问题，中文课程则被定位为解决

问题的途径。21世纪初 CESMEO对中意语言差异的描述变化，关注

具体语言结构的不同。比如，在 2002年用意大利语撰写的中文课程介

绍里，机构将学习目标描述为：“希望学生能接触到不同的语言，在一

定程度上了解二者在语言结构上的差异……汉语在形态上的显着不变

性带来了一系列独特的问题，在构建句法时开辟了迷人的视角……这

些在屈折语言的句法中有一部分陌生的”（CESMEO, 2002，页 1）。

CESMEO 不再强调两种语言在本质上存在的不同，而是转向了可理

解、可解决的语言结构差别。同时，中文在语言结构上的特殊性不再

被视作棘手的问题，而被视为帮助学习者“开辟视角”的认知资源。

图 4  强化中文课程宣传海报（CESMEO，1997b）

20 世纪末期课程宣传材料也开始探索现当代中国的文化现象。

例如，1997 年强化中文课程的宣传海报使用了“好好学习，天天向

上”这一短语 (图 4)，并如此用意大利语描述：“持之以恒的学习，

必有辉煌的成果。直到近些年还经常出现在中国学校的墙上。学习

汉语由于其内在的难度，需要大量练习和对已学知识的频繁复习

（CESMEO,1997b，页 1）。”设计这份海报的教师解释道：“上世纪末

去中国的时候，我发现中国学校的墙上都有这个说法，觉得它表达了

一些中国的很常见的教育理念。”

图 5  汉意翻译课程宣传海报（CESMEO，1999b）

课程宣传材料也开始探索中意文化的共通性。例如，1999年汉意

翻译课程宣传海报中出现了“学者如牛毛，成者如麟角”（图 5）。该

短语出自《万机论》，是成语“凤毛麟角”的典故之源。该材料是这

样用意大利语来诠释这一俗语的：“这句古老的谚语指出掌握任何学科

的难度，以及隐含着永不放弃学习的呼吁。正是语言的丰富性、无穷

无尽的形式以及其中的种种陷阱，使他们形成了这种信念。没有什么

比持续的练习和应用，更能帮我们理解语言的奥秘，尤其当这种语言

属于一个陌生的语境时（CESMEO, 1999b，页 1）。”教师解释：“这

些可以起到很好的交流的作用，因为意大利也有很多短语，或是各种

各样的民间的说法。中式的成语、俗语，或者一些传统的说法，比较

容易带到意大利语境，被意大利人理解，因为我们也有类似的表达，

很多文化的相似性。”从这一角度来看，中文及中国文化概念被视作

为可译、可理解的，这一理念挑战了东方主义的他者逻辑，东方与西

方社会具备对话的可能。

八、讨论与总结
本研究基于意大利皮埃蒙特中远东研究中心的网站资料、历史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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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与师生访谈数据，梳理该机构从 20世纪 80年代至 21世纪初的学习

者群体、课程安排、师资背景与中意教师分工情况，并分析其描述中

国语言及文化内容的方式变化。研究发现，该机构采用中意教师合作

模式，将语言教学结合具体的职业与技术领域需要，重视中国文化知

识的传授，并广泛开展暑期赴华项目，为都灵当地大学生和社会职场

人士提供了解中文、走近中国文化与社会的机会。机构在话语维度上

呈现中国语言及文化的方式，也体现其对中文及中国文化教学理念与

目标定位的调整。

本研究通过分析个案机构，深化了学界对意大利 20世纪末汉学

及中文教育发展的理解。首先，研究为陈友冰（2008）关于意大利汉

学发展特征的论述提供了实证层面的印证，即意大利汉学在 20世纪

逐步摆脱对亚洲古典文明的想象，转而聚焦于亚洲社会的现代性。其

次，本研究进一步指出，20世纪意大利汉学及中文教育经历上述转向

的同时，仍保留着其独特的历史底色。一方面，意大利作为早期欧洲

汉学的重要发源地之一，研究亚洲古典文明是其自 16世纪延续至今的

学术传统；CESMEO课程对中国古代历史、宗教、艺术、哲学、文学

的持续关注，可以被视为这一学术历史传统的延伸。另一方面，不同

于欧洲其他地区的汉学发展，意大利在欧洲汉学史的中后期阶段（19

至 20世纪）发展阻滞，直至二战后才逐步实现汉学的专业化与汉语教

学的系统化（赵继明和伦贝，1998）。本研究认为，二战后西方世界

的去殖民化思潮，以及意大利汉学界对欧洲中心主义的集体反思，可

能促使 CESMEO这一类亚洲文化研究机构在话语实践层面呈现出自

我审视与调整的倾向。这一研究发现也为 Lanciotti（1994）、蓝乔蒂

和潘琳（2007）、图莉安（2006）等学者的观点提供支持，即 20世纪

中后期意大利学界意识到开展亚洲语言及文化研究应并非出于对异域

文化的想象（蓝乔蒂和潘琳，2007，页 233），而是旨在主动超越欧洲

中心主义论并摆脱东方主义偏见（图莉安，2006；张学慧，1989）。

这一集体反思不仅体现在意大利学界的讨论中，也表现在 20世纪末

CESMEO这一文化研究机构的术语指称、内容编排、课程宣传理念等

微观层面的变化。最后，CESMEO 所采用的中意教师合作教学，也

为当前意大利中文课堂普遍实行的双师合作模式（朱勇，2014；张曼

莉，2019）提供了可追溯的历史实践依据。尽管现有资料不足以厘清

这一合作教学模式在意大利中文教育史的确切起源，但本研究表明，

这一模式自 20世纪 80年代起已在 CESMEO中文课堂得到广泛应用。

本文仅聚焦单一个案机构，因此所得结论的普遍性有限。未来可

以进一步开展跨机构、跨地域、跨时期的比较研究，系统比较不同时

空背景下的不同汉学及中文教育机构的发展脉络。未来研究也可以采

用历时性视角，深入分析某一文化研究机构在更长时间范围内的话语

演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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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hinese Language Teaching and Discursive Practices of the 
Piedmont Centre for Middle and Far Eastern Studies in 

Late Twentieth-Century Italy

DU, Yuji  LI, Zhen*

Abstract

The study focuses on the Chinese language education of the Piedmont Centre for 

Middle and Far Eastern Studies from the 1980s to the early 21st century. Adopting 

Orientalism as a theoretical lens, the study analysed how this institution constructed 

and presented Chinese language and cultural content across its curriculum. Data 

were collected from the institutional website, historical archives, and interviews 

with three teachers and one student. Findings show that the institution tailored 

its curriculum to the language demands of specific professional and technical 

fields, while maintaining a strong emphasis on Chinese cultural knowledge. The 

institution also adopted a collaborative teaching model involving both Chinese 

and Italian instructors and organised summer study programmes in China for local 

university students and working professionals. The ways in which the Piedmont 

Centre for Middle and Far Eastern Studies framed Chinese language and cultural 

content underwent three shifts: from ‘Oriental languages’ to ‘Asian languages,’ 

from an emphasis on ancient civilisation to contemporary culture, and from 

highlighting cultural differences to exploring cultural commonalities. By offering a 

close institutional perspective, this case study enriches the scholarly understanding 

of the history of Chinese language education in Italy.

Keywords: case study, European sinology, Italy, teaching Chinese as a 

foreign language, the history of international Chinese language education

高級華語的定義困境與學習需求：師生視角比較研究

宋怡南、信世昌

摘要

現行語言能力框架在高級程度描述上存在能力範疇過廣、階段比
重不明與忽略學習者異質性等侷限，使高級華語課程設計缺乏有效依
據。本研究以需求分析為基，透過問卷調查高級華語學習者（117 份）
與教師專家（36 份）之學習需求，運用加權統計、排序分析與獨立樣
本檢定進行比較。三項研究發現為：1. 學習動機：教師顯著高估學分
與家庭期待等外在動機，忽略學生強烈的內在興趣與文化認同；2. 課
程主題：師生對四技均具高度需求，但在進階主題方面，教師偏好新
聞與社交策略，學生則重視實用生活情境；3. 學習難點：學習者反映
聽說訓練不足與主題選擇有限，教師則較關注課程難度。綜合而言，
高級華語需求具「高內在動機、高主題異質性、高認知落差」特徵，
因此本研究建議課程採「核心技能必修、彈性主題選修」之雙軌模組
化架構。

關鍵詞： 高級華語 需求分析 學習動機 師生認知差異 課程
設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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